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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復原力與文化復原力觀點
對原住民族兒少保護工作之啟發

吳書昀

壹、前言

復原力是「在逆境中仍能恢復功能

並正向適應的動態歷程」，由於此觀點強

調兩種調適：一是儘管有威脅或危險存

在，仍能維持正常發展；另一則是由創

傷中復元（Staudinger, Marsiske, & Baltes, 

1993，引自宋麗玉，2005：13），因此時

常被應用在兒少保護工作或家庭處遇服務

中。雖然如此，當兒少進入保護體系後，

後續的家庭處遇或家外安置之安排還是

造成許多原住民族兒少與其原有的文化

斷裂（Cornwall, 2004; 林津如、黃薇靜，

2010）。在這樣的反思下，一種從文化層

面來理解復原力的觀點應運而生。文化復

原力意指「個體所處的文化背景、文化價

值觀、文化脈絡中的支持與環境經驗，能

協助個體與整個社區在面對逆境時仍獲得

良好適應與和諧融洽的過程」（Clauss-

Ehlers, 2004），在納入了文化多樣性之

後，可跳脫以往「復原力是一組特質的組

合」的線性思考，重新理解「正向適應」

中所包含的文化意涵。

本文嘗試從原住民族兒少保護工作中

值得思考的幾個議題出發，先以復原力觀

點分析原住民族兒少處境，繼而從幾個國

外的案例來談何謂「文化復原力」，最後

提出反思，討論兒少保護工作及處遇過程

中有哪些重要的文化考量。

貳、 兒少保護與原住民族兒少

保護

兒少是權利的擁有者（rights holders），

所有的兒少都有權利生活在安全的環境

中。對兒少的不當對待極可能對其人格

發展與存在價值造成損害，也會產生巨

大的人力、社會與經濟代價（Hart, Lee & 

Wernham, 2011）。因此兒少保護是基於

人權的實踐，而非僅止於福利的給予；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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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保護的最終目的是使所有兒少享有人格

尊嚴與身心健全發展的絕對權利。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CRC）

為保障與提升兒少權利提供了一套基本架

構，其中公約中的第19條（Article 19）是為

兒少保護的指南；而為了對公約中的第19

條之執行提供進一步的指引與闡述，「聯

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於2011年2月也提

出「第13條一般性評議」。「第13條一般

性評議」的中心主旨為「兒童有免於任何

形式暴力之權利」（The right of the child 

to freedom from all forms of violence）。

聯合國「第13條一般性評議」的內

容中提到，各國政府雖然針對預防與回應

兒少虐待發展了許多措施也做出努力，但

現有之措施整體上並不夠。例如，大部分

國家的法律架構中仍然沒有禁止一切形式

之暴力侵害兒少的行為，法律的執法面也

不甚適切，甚至在普遍的社會與文化態度

中仍對於施予在兒少身心上的暴力寬容

以對。Hart等人（2011：973-977）評析

「第13條一般性評議」時指出，此條評議

欲彰顯的精神包括：

一、兒少保護是一種人權觀點；

二、 兒少保護是一種全面性的行動與全面

性的介入；

三、 在看到兒少虐待的盛行率與發生率的

同時，也應著重兒少的正向發展；

四、 清楚地界定與兒少的安全、健康、發

展與福祉有明確相關之人，或者負專

業道德與文化責任之人，皆為兒少的

照顧者；

五、 兒少保護的措施重視兒少的參與和

自主。

鄭麗珍（2015：6）評析美國兒少保

護的發展與精神內涵時也指出，隨著社會

上重大兒少虐待事件的發生，並在兩波兒

少保護運動的推波助瀾下，美國立法部門

始積極訂定相關立法，要求行政部門負起

保障兒少人身安全與身心發展等基本權力

的責任。而我國在兒少保護的實務設計

上，目前包含了一、二、三級的預防與介

入，藉由各項社區／學校輔導工作、社會

福利服務中心的服務、以及緊急保護和家

外安置的介入，來降低兒少遭受不當對待

的風險。我國兒少保護工作的執行及分工

規劃上雖仍有許多待精進之處，不過從上

述也可以得知，基於人權的實踐，保護兒

少之安全需有全面性的介入與行動，以使

兒少免於遭受虐待或疏忽。

從官方統計資料（衛生福利部統計

處，2018）來看我國原住民族兒少受虐概

況：2017年全國家內事件之受虐兒少人

數共4,135人，一般身分受虐兒少有3,685

人，約占89.12％，原住民族受虐兒少有

450人，占了近11％；而原住民族兒少的

人數大概占全體兒少人口數的3.7％左右

（原住民族委員會，2019）。顯見原住民

族兒少保護議題確實是值得重視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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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吾人討論保障兒少人權的普

世價值，並關注原住民族兒少受虐現象的

同時，另一方面，與原住民族兒少福祉相

關的研究指出，「規格化」的政策措施常

導致更具地方性、區域性及脈絡敏銳度的

服務無法施行（Fattore, Mason & Watson, 

2007; Frønes, 2007）。Ivec, Braithwaite & 

Harris（2012）也指出，在原住民族兒少

保護的行動實踐中，由於有權力的公部門

對理解原住民族文化缺乏興趣、保護決策

過程中的不正義、以及缺乏溝通的做法，

使得合作性的信任與行動難以建立。綜合

整理中外研究，可發現原住民族兒少保護

有下列值得進一步思考的議題：

一、族群的相對不利位置

臺灣原住民族集體之不利處境已在

本土研究中被看見及討論，特別是原住民

族兒少需面對貧窮、家庭解組、照顧資

源缺乏、隔代教養、學習成就較低、部

落認同危機等具挑戰性的議題（郭俊巖、

黃明玉，2010；黃源協等，2008；詹宜

璋，2010；鄭麗珍、李明政，2010），現

有的研究提醒吾人，兼具人口弱勢特性與

族群弱勢特性的原住民族兒少之處境需要

持續地關注以茲改善。以台灣世界展望會

（2015）的研究為例，其調查報告指出，

原住民族家庭經濟收入與我國全體家庭平

均收入的差距達2.16倍以上，原住民族單

親／隔代教養家庭比率高於全國，其中隔

代教養家庭10年來成長近六成；再加上原

住民族兒少的父母教育環境不佳，以致形

成「親職弱勢」的情形，許多時候對於孩

子的保護教養不是「不為也」而是「不能

也」。林津如、黃薇靜（2010）的研究曾

提出一個沈痛的疑問：「原住民族家庭真

的比漢人家庭有問題嗎？」意在指陳原住

民族的不利處境與相對劣勢，讓不同族群

「拉近距離」（closing gap）的理想困難

重重。

二、當兒少保護工作遇上「主流價值」

族群的困境有其歷史脈絡（Lalonde, 

2006），當一個族群面臨文化傳承斷裂，

被主流社會否定其存在價值時，「失竊的

世代」（stolen generations）於焉造成。

「失竊的世代」一詞指美、加、澳等國

家過去在殖民主義及白人種族中心主義

的思想下，對兒少保護採取同化政策，大

量將疑似被不當對待的原住民族兒少帶

離原生家庭、帶離其所屬社區／部落，

送往集體安置的機構中成長，好強化白

人文化的影響力（Ivec et al., 2012; 林津

如、黃薇靜，2010）。由於對上述錯誤

政策的反思，1978年美國通過的印地安兒

童福利法案（The Indian Child Welfare Act 

of 1978）要求美國原住民族兒少在寄養照

顧時，應盡可能地被安置在靠近其原生家

庭和擴大家庭中，同時也希望寄養的家庭

成員中至少有一位是來自於印地安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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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ris & Skyles, 2008; Swann & Sylvester, 

2006）；1997年澳洲政府對造成「失竊的

世代」公開道歉，試圖在「帶他們回家」

（bringing them home）報告書中提出各

項補救原則。各國雖對過往的傷害試圖彌

補，但由於族群認同的喪失，以及前述所

整理之集體不利處境，近年來，還是有高

比例的原住民族兒少在進入保護體系後面

臨「文化斷裂」的處遇安排（比如：被

安置在非原住民族家庭之中）（Cornwall, 

2004; 林津如、黃薇靜，2010）。

三、 雙重標籤：進入兒少保護處遇服務

之原住民族家庭

在我國法令的規範下，家庭處遇服務

兼具公權力干預與福利服務的性質，參與

家庭處遇的父母或主要照顧者往往因公權

力對個人主體的權力支配（power over）

而出現不合作的行為（王行，2007；徐雅

嵐、廖美蓮，2015；鄭麗珍，2015）。另

從族群的角度來看，接受家庭處遇的原住

民族家庭可能面臨「雙重標籤」的困境：

第一個標籤為父母或主要照顧者被貼上

「施虐者」的標記，繼而引發其受責難、

被誤解的負面情緒；第二個標籤則來自外

界普遍認定原住民族的家庭功能不彰，導

致整個族群被污名化。「案家」因上述而

出現種種情緒反彈與抗拒行為，也經常令

進行家庭處遇的社工員感到無能、無力與

缺乏自我價值感。

參、 以復原力觀點看原住民族

兒少之處境

一、復原力的意涵與核心概念

在助人工作專業對病理模式（pathology-

driven model）的深刻反省下，復原力

（亦稱「韌力」）概念開始被運用在許多

領域中，諸如：社會工作、教育心理、諮

商輔導與醫療等專業。奠基於中外研究的

累積，吾人對復原力的基本理解為「在逆

境中仍能恢復功能並正向適應的動態歷

程」。Luthar, Cicchetti, & Becker（2000）

指出復原力展現的條件（conditions）有

二：首先為個體暴露在重大威脅或嚴峻的

情境中；其次為儘管在發展過程中面臨重

大逆境，仍能達到正向適應。這樣的概念

強調兩種調適反應：一是儘管有威脅或

危險存在，仍能維持正常發展；另一則

是由創傷中復元（Staudinger, Marsiske & 

Baltes, 1993，引自宋麗玉，2005：13）。

Lalonde（2006）也提到，復原力的調適

反應可以從「顯現」（presence）或「不

顯現」（absence）兩種向度來觀察，意

即個體在逆境中「顯現」正向調適，或者

在逆境中「不顯現」負向結果，皆可被認

定為復原力的展現形式。復原力概念的起

源在於許多研究紛紛開始討論壓力源、風

險因子及保護因子之間的關連或其交互作

用（Clauss-Ehlers & Weist, 2004）。

由此可知，討論復原力時有幾個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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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概念需要被進一步理解，包括：逆境

（adversity）、風險因子（risk factor）、

保護因子（protective factor）以及交流互

動（transaction）。以下就這幾個核心概

念進一步討論：

（一）何謂逆境

韋伯字典將逆境解釋為「造成嚴重

或持續性傷害與困難的情境或事件」。白

倩如、李仰慈、曾華源（2014）與沈瓊桃

（2010）整理中外研究，將逆境概分為下

列幾種類型：第一為重大創傷事件的經

驗，例如遭受災變事件或生活意外、遭到

暴力攻擊或身心虐待。第二為個人長期的

身心行為困境，例如：身心疾病或障礙、

學業挫折或成就低落。第三為環境長期壓

迫造成的困難，例如因種族、階級、貧困

等導致的不利處境。可見逆境有可能是緊

急短期的（如：親人離世、失業、離婚、

受虐），也可能是經年累月的（如：種族

不平等、長期身心障礙帶來的限制、受虐

後的負面身心狀況）。

（二）何謂復原力的風險因子

復原力的展現取決於風險因子與保護

因子之間的抗衡過程（常欣怡、宋麗玉，

2007）。Goldstein & Brooks（2013）指

出，風險因子指特定的個人、群體或其

所處情境中，那些可被預測的或會產生

特定負面結果的指標（引自白倩如等人，

2014：31）；風險因子也可指從統計上

來看會與負面結果相關連的變項，如：

貧窮、受虐、疾病等（Lalonde, 2006）。

Rak & Pattern（1996）從個人層面及環境

面來談風險因子：在個人發展脈絡層面，

包含了先天生理上的不利因素或疾病；而

在環境條件層面上，則涉及貧窮、家庭內

的暴力、藥物濫用與兒童的父母患有精神

疾病等，這些對於個人心理與社會發展

之不利條件均被定義為風險因子。Fraser, 

Richman, & Galinsky（1999）則從個體、

生活事件與脈絡因素來區分風險因子的來

源：個體的風險因子包括負面的人格特質

與傾向；生活事件指會導致負向經驗的特

定事件（如：父母過世）；脈絡因素則涉

及不利的情境（如：不安全的社區），這

些因素都是可能的「問題」來源。

國內研究指出，原住民族與本土其他

族群相較，出現「三高、三低、三少」的

現象：依賴人口比例高、失業率高、酗酒

比例高；教育低、所得低、壽命低；福利

資源少、醫療資源少、就業機會少（詹宜

璋，2003、2011）。而這些都是原住民族

生活脈絡中會導致其相對劣勢處境的風險

因子。

（三）何謂復原力的保護因子

由於風險因子太過聚焦於缺陷

（weaknesses），忽視了個體的優勢與因

應能力，特別是忽略了脈絡情境中的緩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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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ffers）因子（Clauss-Ehlers & Weist, 

2004），因此有許多研究也試圖瞭解哪

些保護因子與正向適應之間有所關連。

Fraser, Richman & Galinsky（1999）從補

償性保護效果（compensatory protective 

effects）及緩衝性保護效果（buffering 

protective effects）來辨識保護因子：補償

性保護因子指可以直接減少問題或傷害，

或者直接改變負向結果的因素，諸如：個

人的洞察力、良好的人際關係、擁有幽默

感、具創意的行為……等；而緩衝性保護

因子則指可以「調節」（moderate）風險

的狀況，主要是觀察保護因子在與風險交

互作用後，其所產生的不同作用程度。

Grotberg（1995）歸納三類兒童的復原力

保護因子，分別為「我有」（I have）、

「我是」（I am）、「我能」（I can）：

「我有」指的是能提升復原力的外在支持

與資源；「我是」指的是個別化的、內在

的優點；「我能」則是與外界互動的社會

性技巧。

常欣怡、宋麗玉（2007）歸納國內

多個研究，將復原力保護因子分為個人層

次與外在支持層次：在個人層次上，包

含正向自我價值、抒解情緒的能力、社

交能力、獨立能力、問題解決能力、同

理心等特質；而外在支持層次則包括家

庭的支持與期待、同儕支持等。沈瓊桃

（2010：146-147）的研究所發現之重要

保護因子，如：個人的正向適應與正向自

我概念、高度的自我控制感、外在歸因、

宗教信仰、未施暴家庭成員的照顧與保

護、重要他人的支持、正向的學校社會經

驗與人際關係、適時的社會資源介入能

力……等，也都顯示復原力保護因子可分

為個人層次與外在支持層次。白倩如等人

（2014）則將復原力保護因子分為內在保

護因子及外在保護因子兩大類：內在保護

因子是個人在成長過程中發展出來的能

力，包括勇氣、希望、問題解決能力；外

在保護因子則指個人用來對抗逆境、困境

和風險的各種社會支持與機會。

國內外研究中也曾提及原住民族群中

某些共同的保護因子，例如Willeto（2007）

指出，美國原住民族重視自己與自然界的

關係，哲學觀和信仰體系基本上以「和

諧」及「平衡」為基礎，這樣的基礎也包

含維持日常生活中的正面與負面經驗之平

衡和諧；Baskin（2006）認為部落文化與

部落知識是有活力且不斷變化的；劉鶴群

（2014）指出，雖然原住民族兒少在「貧

窮率」、「無法負擔生活必需品的比例」

高於非原住民族兒少，但原住民族兒少在

「與朋友的聯繫程度」、「自評健康」、

「心理健康」等層面上與非原民族兒少無

顯著差異；石佳音（2011）也發現，原住

民族青少年在心理幸福感的測量中與非原

住民族青少年無顯著差異，且在「人際」

與「一般心情」的分量表上，原住民族青

少年顯著高於非原住民族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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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復原力是一組在脈絡中隨著時間而

動態發展的能力

復原力是動態發展並與環境相互交

流的。不像特質取向（trait-based）觀

點較著重在探討個人擁有（或缺乏）哪

些心理特質與環境支持，互動過程觀點

（interactional process）更重視多元因素

與相關因素間的動態互動。事實上，多

個中外研究的結果（白倩如，2012；沈

瓊桃，2010；Egeland, Carlson, & Sroufe, 

1993; Fraser et al., 1999; Luthar et al., 

2000）皆發現，復原力會隨著時間與環境

而有所變動，並非是一種絕對的能力或固

定的特質，更非一種單向線性的關係。以

沈瓊桃（2010）之研究為例，其以質性訪

談探討雙重受暴青年如何從創傷中復原，

並得以扭轉生命劣勢，研究發現復原力隨

著個人的生命旅程與環境轉換交織地成長

與變化，個人的內在力量與資源可能相互

激發，進而形成一個正向的連鎖反應。由

此可見復原力具備動態發展的特徵。

肆、 從復原力到文化復原力：

國外案例分享

上述討論整理了復原力之意涵與核

心概念。Vernon（2004）指出，復原力相

關研究歷經了三個重要進展：首先是研究

視角的擴大，從僅探究個人內在的復原力

保護因子（如：個人的自尊、個人的正向

情緒等），擴展到從個人、家庭、社會等

更大層面去瞭解各種復原力保護因子的存

在（如：與同儕的正向關係、社區的參與

機會等）。其次，復原力的重新界定，將

其視為一個動態的歷程（process）或機制

（mechanism），不再只是「特定特質加

上特定因素」之簡單組合。第三個轉變則

力主復原力觀點宜加入環境脈絡因素，認

為個體不一定因擁有某些特質或能力就能

「絕不受傷害」（absolute invulnerability），

反而需要特別觀察個體是否受到脈絡所限

制（contextually circumscribed）而無法展

現優點與長處。事實上，當個體面對壓力

時，環境因素可能是支持系統，提供緩衝

的機會，但環境也很可能反過來為一種負

面衝擊，例如某些兒童在學校的表現可能

很「成功」（例如：學習動機良好、有好

的友伴關係），然而在家中卻出現適應不

良的情況（Clauss-Ehlers, 2004）。

此外，也開始有人反省復原力的研究

發展是否過度圍繞著「白人樣本」（White 

samples），且正向心理的個人保護因子

也多觀察自白人兒童，那麼復原力在非白

人的文化脈絡下如何運作？另外，對復原

力風險因子及保護因子的討論如何超越個

人層次與家庭層次，去探究個體所經驗的

社區和文化？也就是說，復原力概念如何

應用到群體層次（group level）或文化層

次（cultural level）中（Lalonde,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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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當復原力納入文化多樣性之後，「成

功適應」的意涵是否需要重新被理解？

由上可知，近年來針對復原力的研究

更期待從多元與動態的觀點去探究個體如

何與其所處的環境連結與互動，並觀察復

原力是如何在個體與周遭環境的互動過程

中形成。為回應復原力如何達到「在逆境

中仍能正向適應並獲得發展」，研究也開

始注意在不同的文化群體中復原力如何運

作，因為對壓力的解讀、以及所選擇的因

應行為會隨著文化而有所不同。

舉例來說，Belgrave et al.,（2000）

為非洲裔的美國青少女設計了一套重視文

化與性別因子的復原力方案，介入的重點

包括協助青少女連結與增加資源、協助青

少女發展支持性的正向關係，而最重要的

是，協助這些青少女認識他們生活所在之

社區中的環境風險因子，如：毒品、犯

罪、暴力；並協助她們重新認識非洲民族

文化中的特色，如：重視靈性、和諧與集

體責任，能敏銳地覺察情緒，採取可信賴

的、平衡的人際取向，與過去、現在、未

來共存之時間取向。研究發現，這些青少

女以非洲民族為中心的（Africentric）的

價值感、種族認同、對自我外表的接受度

以及自我價值的提升都超過那些沒有參與

方案的同儕，可見復原力保護因子的培育

需要回應「群體的文化」。

另外，Gonzalez & Padilla（1997）針

對墨西哥裔的美國中學生之研究發現，支

持性的學習環境、學校裡的歸屬感、以

及文化中的家族主義可以預測這些中學生

復原力。而Brodsky（1999）的研究則指

出，非洲裔的美國單親媽媽所認為的「良

好適應」，意指在各種的風險因子與保護

因子中達到「平衡」（balance），特別

是在鄰里關係、親職、家庭、朋友、親密

關係、個人活動與靈性達到平衡。上述的

研究發現與Willeto（2007）對美國原住民

族的觀察頗為一致，其指出：美國原住民

重視自己與自然界的關係，哲學觀和信仰

體系基本上以「和諧」及「平衡」為基

礎，這樣的基礎也包含維持日常生活中的

正面與負面經驗之平衡和諧。

除此之外，Lalonde（2006）追蹤加

拿大原住民族兒少的自殺率與被家外安

置的狀況後，明確指出「文化」是復原

力中的關鍵要素，它可以是保護因子也

可能是風險因子。當一個原住民族社區

重視他們的文化遺產，對他們集體的未

來更有掌控感時，便為兒少因應未來的

挑戰提供了保護與支持，也提升了整個

社區的適應能力。在這當中，個人連續

感（personal continuity）與文化連續感

（cultural continuity）扮演重要角色；所

謂個人連續感指原住民族個體有能力「持

續認識我是誰」（being who I am），而

文化連續感則指原住民族群體有能力「持

續認識我們是誰」（being who we are）。

當原住民族失去個人連續感時，會將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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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風險之中；同樣地，當失去文化連

續感時，則將整個文化群體置於風險之

中。Beel, Wallace, Webster, Nguyen, Tait, 

Macleod, & Mellish（2015）提出相同的觀

點，認為文化的實踐協助偏鄉地區形成存

在感（come into being），因此可成為復

原力的來源。

談到文化的重要性，Cornwall（2004）

以進入保護體系的紐西蘭原住民族兒少為

例指出，當兒少進入保護體系後，後續的

家外安置或處遇等安排，都造成許多原住

民族兒少與其原有的文化斷裂；殊不知，

文化斷裂就如同貧窮一樣，是造成原住民

族兒少進入保護體系的主因。而讓原住民

族兒少在一個文化斷裂的情境中被「保護

處遇」，如何談的上穩定維持兒少的統

整性自我認同呢？Lalonde（2006）也質

疑，具備文化連續性（cultural continuity）

的加拿大第一民族原住民（First Nations）

被證實能夠生活的比較健康，然而政府的

政策（諸如：強迫社區搬遷、兒少被帶離

自己的部落）卻總是迫使第一民族卻必須

在政策與文化連續性之間掙扎。

伍、 對原住民族兒少保護工作的

省思～代結語

在上述的發展脈絡下，一種試圖

從文化層面來理解復原力（a  cul tura l 

understanding to resilience）的觀點應運而

生。前述提及，復原力被認為是個人、家

庭、社區以及更大的社會環境、文化環境

的交互作用下之動態過程。「文化復原

力」意指「個體所處的文化背景、文化價

值觀、文化脈絡中的支持與環境經驗，能

協助個體與整個社區在面對逆境時仍獲得

良好適應與和諧融洽的過程」（Clauss-

Ehlers, 2004）。Clauss-Ehlers（2004）

指出，這是一種「聚焦於文化的復原力

適應」之概念，在納入了文化與多樣性

（diversity）之後，可跳脫以往「復原力

是一組特質的組合」的線性思考，更強調

個人與較為鉅視層面的社會文化環境之互

動。換言之，認識個體如何與其社會文化

脈絡互動，可以協助其提升復原力；而另

一方面，當個體陷入逆境時，吾人也需關

心此逆境是否為結構性的不利生態。文化

復原力的觀點與生態系統交流過程（eco-

systematic transactional process）復原力觀

點的主張相近，只是文化復原力更強調

「不同的文化群體可能具備不同的因應能

力與經驗不同的復原歷程」，除了具體指

出不同文化群體的復原力展現歷程不一定

相同外，也認為需從歷史的脈絡中理解不

同群體在當代所面臨的困境。

兒少保護工作與處遇過程中有重要的

文化考量，舉例來說，對澳洲原住民族的

文化而言，將孩子寄養在陌生人家中等於

是「偷」了他們的小孩（Yardley, Mason, 

& Watson, 2009）。因此，進行保護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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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時下列幾點是格外值得留意的：

一、 首先，社工員應敏察文化差異確實存

在，也應覺察自己的限制（不可能全

然熟悉不同文化的家庭），因此可鼓

勵家庭提出文化議題以澄清誤解。服

務時，社工員盡可能使用家庭最熟悉

語言，若無法使用家庭熟悉的語言，

則應尋求翻譯的協助。

二、 其次，社工員應熟悉所服務族群的

態度傳統、規則及價值觀。Spence

（2004）指出，兒少保護工作者在

進行處遇前，應該對兒少本身、兒少

的家庭以及社區有所了解，且需對於

原住民的文化有所尊重；若需家外安

置，則應以延續兒少的文化之前提來

進行，他並強調，這個準則「是一個

必須堅持的政策」。

三、 每個家庭都有權讓兒少保護體系瞭解

自己，知道兒少保護服務的所有過程

（鄭麗珍編譯，2011：351）。英國

的教育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1）也指出，每個家庭在接受處遇

的過程中，都應該被公平、尊重、無

歧視地對待；他們有權力知道自己如

何被評估、如何被期待、將獲得哪些

支持，而最重要的是，他們有權利

瞭解自己「為什麼需要接受評估」

（the reasons for this assessment）。

特別是兒少保護社工員在與原住民族

父母（或主要照顧者）工作時，更應

理解其雙重標籤的困境，第一個標籤

來自父母或主要照顧者被貼上「施虐

者」的記號，繼而引發其受責難、被

誤解的負面情緒；第二個標籤則來自

外界常認為原住民族家庭「功能不

彰」，導致整個族群被污名化。

四、 最後，為避免再度掉入「特質陷阱」

（trait trap）中，吾人需敏察，從某

一原住民族社區／部落所粹取出之復

原力「最佳實務」（best practices）

是否能原封不動地輸出（export）

至另一個原住民族社區／部落中

（Lalonde, 2006）？

（本文作者為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

會工作學系教授）

關鍵詞： 文化復原力、復原力、原住民族

兒少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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